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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与减排:城市规模差距影响工业污染

强度的经验研究

陆 铭摇 冯 皓*

摇 摇 内容提要摇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有利于减少单位 GDP 工业污染排放强度。
本文构建了 1993 ~ 2006 年中国省级行政区内部地级市之间的人口规模差距,用
来反映省级行政区内部的空间集聚水平。 研究发现,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度提

高有利于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的污染物质的排放强度。 中国当前通过行政手段

阻碍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政策并不利于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
关 键 词摇 经济集聚摇 工业污染摇 减排

一摇 引言

中国的环境污染加剧是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步出现的。 其中,流域水污染牵涉范围

广、影响人口多、造成危害大。 据国家环保部发布的信息,2009 年中国 7 大水系 203
条河流 408 个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中,国家标准 IV-V 类和劣 V 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

别为 24. 3%和 18. 4% ;26 个国控重点湖泊(水库)中,V 类和劣 V 类的分别为 5 个和 9
个。 中国的空气污染也十分严重:1981 ~ 2000 年大气 TSP(Total Suspended Particu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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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总悬浮颗粒物)浓度达到国家标准的两倍以上(Almond 等,2009);2009 年国家

环保部监测的 488 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 258 个,占 52. 9% 。淤 环境污染严

重危害生命健康与生产生活,导致了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
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 GDP 的 3. 05% ,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 GDP
的 1. 80% 。于 世界银行基于支付意愿调查估算,盂2003 年中国大气污染所造成的健康

损失占 GDP 的 3. 8% (World Bank,2007)。
早在 2005 年“十一五冶规划中,中国政府已经提出单位 GDP 二氧化碳的减排目

标,并且在 2009 年 11 月 26 日的国务院会议上提出:2020 年的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

放比 2005 年下降 40%到 45% 。 2009 年 12 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政

府单方面重申了这一目标。 2011 年 3 月通过的“十二五冶规划要求单位 GDP 能源消

耗降低 16%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 此外,“十二五冶规划还提出了水质

与空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约束性目标。榆 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降
低单位 GDP 的污染排放强度是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必要条件。 为了实现单位 GDP
减排目标,政府动用了限额、罚款等行政规制手段,一些地方甚至通过控制工业发展速

度来减排,除此之外却缺乏有效促进工业减排的政策工具。 同时,政府没有意识到,一
些正在实施的其他经济政策可能与减排目标相悖。 例如,政府通过户籍限制人口向大

城市流动,限制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再配置,鼓励中小城镇的发展,并用行政手段推动

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这些均不利于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如果经济集聚发

展有利于实现单位 GDP 的减排目标,那么,当前的政策就可能与减排目标相矛盾。 遗

憾的是,集聚与减排的关系没有得到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足够重视。
本文通过对中国省级数据的经验研究,试图为分析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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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

榆

《2009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http: / / jcs. mep. gov. cn / hjzl / zkgb /
2009hjzkgb。

数据来源:《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2004》,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 年 9 月。 “因环

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冶,即“环境退化成本冶,是指通过污染损失法核算的环境退化价值,这种方法借助一定的

技术手段和污染损失调查,计算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种种损害。 “虚拟治理成本冶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

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采用治理成本法计算,这种方法从“防护冶的角度,计算为避

免环境污染所支付的成本。
世界银行运用“条件价值评估冶(Contingent Valuation,CV)方法,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在上海和重庆估算了

“统计生命价值冶(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VSL),即人们为了在下一年度减少 1 单位死亡风险所愿意支付的价

值。 在此基础上,根据 China National Health Survey 2003 所得到的因户外空气污染而造成的死亡率、慢性支气管

疾病发病率、直接和间接就医成本,估算由大气污染所造成的健康损失的货币价值。 关于调查方法的详细介绍参

见 World Bank(2007)。
“十二五冶期间化学需氧量减少 8% ,二氧化硫减少 8% ,氨氮减少 10% ,氮氧化物减少 10% 。



于环境保护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 具体来说,本文构建了 1993 ~ 2006 年中国 23 个省

级行政区下属地级市之间的人口规模差距,用来反映省级行政区内部人口与经济活动

的空间集聚水平,并与环境污染排放的省级数据相匹配,我们发现人口和经济活动向

区域性的中心城市集聚确实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物质的排放强度。 在保持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地级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规模的基尼系数增加 1 个标准差(0. 0813),
会导致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淤排放强度下降约 19. 03%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增加

约 2. 27 个百分点,工业烟尘排放强度下降约 14. 54% ,工业粉尘排放强度下降约 22.
49% 。 这意味着目前中国限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户籍政策和阻碍城市建设用地指

标跨地区配置的土地政策由于扭曲了城市体系的发展,不利于经济集聚,从而不利于

降低单位 GDP 的污染排放。 为了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需要进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

度的联动改革,改变通过行政手段将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间离散化布局的政策。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文献评论,第三部分介绍影响中国经济

活动空间分布的政策背景,第四部分报告数据和计量模型设定,第五部分报告经验研

究的基本结果,第六部分报告工具变量估计的回归结果,第七部分报告稳健性检验,第
八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摇 文献评论

工业排污对中国环境污染总量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2009 年工业 COD 排放占全

国 COD 总排放的 34. 42% ,工业烟尘排放占全国烟尘总排放的 71. 30% ,工业二氧化

硫(SO2)排放占全国 SO2总排放的 84. 26% ,于因此工业减排是实现减排目标的重点,
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那么,污染水平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政府又可以实施哪些政策手段来实现减排

目标? 既有的经济学文献分析环境污染水平的决定因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类。
一类因素是经济发展,与“环境 Kuznets 曲线冶相关的大量研究构成了这一支文献的主

要内容。 Grossman 与 Krueger(1991)基于北美数据的经验研究提出“环境 Kuznets 曲

线冶的假说,认为环境污染物质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着“倒 U 型冶的相

关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随经济增长而上升,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某一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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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指标解释:化学需氧量(COD)是指用化学氧化剂氧化水中有机污染物时所需的

氧量,COD 值越高,表示水中有机污染物污染越重。
《中国统计年鉴 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点之后,环境污染又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 除了以人均 GDP 度量的经济发展水平

之外,产业结构、贸易、政治自由度、腐败等因素也先后被引入环境-经济关系的经验

研究中。 产业结构反映了生产活动的污染密集性,直接影响工业污染强度。 当产业结

构由农业向工业转变时,污染水平逐渐上升,而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冶时期,由能源

密集型工业向知识密集型工业和服务业转型时,污染水平下降(Vukina 等, 1999;
Dinda, 2004)。 贸易、政治自由和腐败等因素则是影响环境标准与环境政策制定的社

会经济因素。 自由贸易可能在促进经济活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增加污染排放总量,也
可能由于贸易所带来的偏向“清洁冶生产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而有利于污染减排,
以上三种效应被 Grossman 和 Krueger(1991)分别称为贸易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冶(scale
effect)、“技术效应冶(technology effect)和“构成效应冶(composition effect)。 由自由贸

易所导致的国际间污染产业转移有利于移出国的环境,不利于接受国的环境(Stern
等, 1996; Janicke 等, 1997)。 政治自由有利于降低污染水平 ( Torras 和 Boyce,
1998),腐败则导致污染水平升高(Cole, 2007),这可能是因为上述制度因素直接影响

了政府的环保努力程度。淤 由于此类经验研究的样本一般是跨国数据,国与国之间的

制度异质性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通常难以避免遗漏变量所造成的估计偏误。
Dasgupta 等(2002)、Dinda(2004)和 Stern(2004)批判性地综述了“环境 Kuznets 曲线冶
研究,认为现有的经验证据是不稳健的,并不能很好地支持这一假说。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观察到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倒 U 型冶关系,也不能

得出环境质量将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改善的政策含义。 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过程

中,需要注意环境规制政策的演变,若遗漏了规制强度这一控制变量,将造成对环境-
经济关系的估计偏误。 现实中政府以减排作为目标的时候,自然就会动用行政手段,
而不同的行政手段之间,可能恰恰是矛盾的,不利于实现污染减排。于 环境污染水平

的另一类决定因素是政策,在文献中分析较多的是规制强度。 如果环境标准是确定

的,那么超标污染物的排污费征收率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现实中的环保努力程度,直接

影响环境污染水平。 提高排污费征收率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的排污成本起到降低工业

污染排放强度的作用(Wang 和 Wheeler, 1996、2005; 曾文慧,2008)。 但是,从经济理

论方面来看,排污费征收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引起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产量下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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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自由、腐败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文献仅提供了一些机制上的解释,并未直接给出相应机制

的经验证据。
例如,当政府制定了在全部地区都相同的环境规制标准时,为了减少高污染地区的排放量,污染企业不

得不向低污染地区分散。 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当排污或治污具有规模经济性质时,这样做的结果是整个行政

区域内的总污染水平上升。



社会福利造成损害,淤因此在促进减排时需要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和政策手段。
与既有文献相比,在研究中被严重忽视的是经济集聚与工业污染(或减排)之间

的关系。 事实上,经济集聚度本身就是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变化的,遗漏集聚

度这一变量也会造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估计偏误。 Krugman(1991a,b)
在 Dixit 和 Stiglitz(1977)有关规模收益递增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解释空间集聚现象的

“中心-外围冶 (core-periphery)模型,成为分析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基准理论(Fujita
等, 2001; Fujita 和 Thisse, 2002; Combes 等, 2008; Redding, 2009)。 在“中心-外
围冶理论模型中,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向心力冶(集聚力量)与“离心力冶(离散力

量) 共同作用的结果 ( Fujita 和 Krugman, 1995; Fujita 和 Mori, 1997; Tabuchi,
1998; Redding, 2009)。 其中,消费者对多样性的偏好、规模收益递增所带来的集聚

效应以及交通成本的存在被认为是导致人口与经济活动向城市集聚的重要原因,于而

土地供给、非流动要素、拥挤效应、生活成本等是起到分散化作用的经济力量。 由于环

境污染是工业生产与城市建设所造成的负面产物,一般认为环境污染是阻碍经济活动

进一步空间集聚的离散力量(van Marrewijk, 2005; Lange 和 Quaas, 2007)。 但是,如
果考虑到污染物质的排放与治理可能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那么污染并不一定与经济

规模正相关,空间集聚可能是控制污染物质排放总量或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治理污

染、减低排放的动因也可能成为空间集聚的“向心力冶。
这里需要进一步区分特定的污染减排政策与减排目标本身:如果减排政策只是简

单动用行政手段规制所有地区的污染水平,那么为了减少高污染地区的排放量,污染

企业将不得不向低污染地区分散,这类减排政策确实是空间分布的分散力量(Hender鄄
son, 1996; Greenstone, 2002; Elbers 和 Withagen, 2004)。 其实,污染减排目标本身

有可能通过集聚来实现。 假设政府对污染的规制强度(环境标准与排污费征收率等)
已经确定,工业污染排放量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每单位产出所产生的污染物质)、治
理污染的努力程度(净化处理与循环利用)以及公众和政府的监督成本。 这三个机制

都有可能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 首先,如果将污染物质视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成本,那
么人口与生产活动的集聚首先将减少因重复建设所引起的固定污染成本,比如新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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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和 Wheeler(1996)的理论模型中排污费征收率是由企业最小化排污成本和居民(政府)最小化污

染总损失函数所决定的均衡污染价格,表明排污费并非是越高越好。
规模收益递增与交通成本的共同作用导致“本地市场效应冶(home market effect),企业更愿意在集聚程

度较高的地区选址;消费者对多样性的偏好与交通成本的共同作用导致“价格指数效应冶(price index effect),企
业在规模较大的市场选址成本更低。 详细讨论参见 Redding(2009)的综述。



业区和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可能破坏农村自然环境,厂房建设造成建筑垃圾污染等等,
而且污染物质可能具有边际排放量随工业规模增加而递减的规模经济性质,Andreoni
和 Levinson(2001)的理论模型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其次,治理污染需要设备、厂房等固

定投资,治理集中的污染源所需要的单位成本可能更低,治理污染的技术也可能具有

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Dasgupta 等(1996)发现,随着工业规模增加,用污水处理设备的

安装、运行和维护费用度量的工业污染的边际减排成本递减,Wang 和 Wheeler(1996)
的均衡污染模型在此基础上考虑了治理污染的规模经济性质;再次,公众和政府监督

集中的污染源需要花费的单位成本更少(交通更便捷、监控设备建设和监控手段实施

更容易)。 因此,人口和生产活动向大城市集聚,很可能对于总体上单位 GDP 的工业

污染减排具有积极的作用。 因此,集聚与减排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从经济活动的分布

角度研究污染形成机制的重要课题。
与本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 Wang 和 Wheeler(1996)的研究,他们在对中国省级环

境数据的研究中发现大企业拥有削减污染的规模经济,这为空间集聚可能有利于工业

减排提供了一些间接证据。 但他们使用的核心变量是大企业产值在全部产值中所占

的比重,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个度量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指标。 而现有研究空间集

聚与污染关系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内部的居民居住集中程度对生活排污的影响。
例如,Erling 和 Ingrid(2005)的研究认为紧凑型的城市空间结构有利于减少居民交通

需求,从而减少城市交通碳排放;Brownstone 和 Golob(2009)的研究发现居住密度对家

庭汽车出行距离和燃油消耗的影响显著为负;Glaeser 和 Kahn(2010)通过对美国 66
个大都市区的研究发现,郊区居民比市中心居民更多选择私家车出行,增加了耗油量

和碳排放;Zheng 等(2010)则在对中国 74 个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碳排放所做的分析中

发现城市人口密度与出租车碳排放、公共汽车碳排放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均

每平方千米增加 1000 人每年会减少家庭出租车碳排放 0. 424 吨,减少公共汽车碳排

放 0. 837 吨。 但是,据我们所知,还没有文献在更大尺度上关注城市之间的经济活动

空间分布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环境状况与环境政策为分析环境质量和空

间集聚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机会。 第一,中国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却具有相

同的社会制度,从而能够避免跨国数据中因遗漏制度变量所导致的估计偏误。 第二,
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在近 30 年时间内从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这一

过程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重从 1978 年的 17. 92% 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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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的 49. 68% 。淤 人口 200 万以上的大城市数量从 1990 年的 9 座增加到 2009 年

的 22 座(陆铭,2013)。 而且,近年中国的城市规模演变因为受到大量政策限制(户籍

制度、耕地保护指标、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等)而具有一定的外生性,不同于自

发的“城市蔓延冶(urban sprawl)现象,因此我们能够通过考察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城

市规模差距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来为空间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
第三,中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World Bank, 2007),污染程

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Almond 等, 2009),而且各地方政府执行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

度(Dasgupta 等, 1996),这为研究单位 GDP 排污强度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可能性。
Wang 和 Wheeler(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排污费是针对劣于国家标准的工业废水进

行征收的,各省级行政区单位超标废水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并不相同,且随时间发生变

化,这使得我们有可能通过计算超标废水排污费的征收率来构造捕捉环境规制强度差

异的有效指标。 据此,本文选择了“水污染有效征收率冶(Effective Levy Rate, EL)作
为各省级行政区环保努力程度的度量,从而较好地控制了 Dasgupta 等(2002)、Dinda
(2004)和 Stern(2004)等所强调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对污染排放的影响。

三摇 影响中国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历史和政策背景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在集聚和扩散两种力量的均衡作用下决定的,而政府的政

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政府政策对于经济活动的

空间分布主要是起离散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力量开始促进经济集聚,但从户籍、
土地、财政转移等方面来说,政府政策又对经济活动起离散化的作用。

在 1978 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是促使区域经济分散发展。
一方面,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冶下,为了维持工业部门原材料的低成本和城

市居民低生活成本,从而扩大工业部门的利润和资本积累速度,压低农产品价格,形成

了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福利的差别。 这需要通过严格的户籍制

度阻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人为地制造了城乡分割,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缓慢。 另

一方面,中苏关系交恶以后,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冶建设将大量工业企业由沿海大城

市疏散到中西部内地,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越来越趋向分散化。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

基本上是个封闭经济,农业的比重还非常高,因此,经济集聚的重要性也没有那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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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战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区域经济分散发展的政策

导向。 首先,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府一直主张发展小城镇。 1998 年 10 月党的十

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
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冶。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此基础

上于 2000 年 6 月提出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各地方政府通过

“撤乡建镇冶、“县改市冶、“地改市冶等政策手段不断推进小城镇建设。 其次,财政分权

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分割市场、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倾向。 沿海大城市出于保

护本地居民利益的考虑严格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则在地方政

府间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过程中被加速,特别是在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的过程中,内地

城市获得了远远超过其经济发展所需的用地指标,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远远超过

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陆铭,2011)。 分权体制下的要素市场分割形成了使城市规

模差距趋向于均等化的离散力量。 再次,自 2000 年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平衡

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 2000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

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 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以财政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产
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作为政策导向,也构成了使经济活动在区域间离散化的力量。

政府促进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离散化主要通过以下政策手段实现。 第一类政策是

户籍制度。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户籍制度

在表面上对于居住和工作的限制已经基本消除,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政府为了保

护本地居民获取公共品和就业岗位的机会,仍然通过各种手段阻止不具有本地户口的

外来移民在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权利。 受制

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户籍挂钩的制度,流动人口不能在工作地点长期稳定地居

住。 第二类政策是土地制度。 1986 年《土地管理法》制定以来,各级行政区的城市建

设用地指标由上一级政府批准的土地利用规划所决定。 1999 年 4 月国务院批准的

《1997 ~ 2010 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基于保护耕地的原则规定了 1997 ~ 2000
年和 2000 ~ 2010 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的上限,并明确要求统筹各区域用地,限制东部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 与此同时,跨省(区、市)的土地“占补

平衡冶一直是不被允许的,这就意味着即使在近年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建设用地

指标已经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可以利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包括农村宅基地

进行整理复耕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也不能在地区间进行再配置。 东部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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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受限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不足。 第三类政策是财政转移

支付。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后,随着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的提高,很
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2000 年以后的财政转移支

付更倾向于欠发达地区,内地省份所获得的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

重从 1995 年的 54. 81% 上升到 2002 年的 67. 82% ,之后又上升到 2010 年的 78. 2%
(陆铭,2013)。

在上述以区域经济分散发展为导向的政策下,中国城市体系的合理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被扭曲了。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幅度落后于工业化,若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一

并计入“工业化冶指标,在 2010 年,第二、三产业 GDP 占全部 GDP 的 89. 82% ,而同年

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却显示,即使将非城镇户籍的常住人口计入在内,城市化率也

仅为 49. 68% 。淤 2000 年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基尼系数是 0. 43,远低于世界上许多国

家。于 城市规模偏小的结果是经济活动无法充分享受到由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报酬。
Au 和 Henderson(2006)的经验研究发现,中国大约有 51% ~ 62%的城市都规模过小,
在比较典型的中国城市里,因城市规模过小而造成的损失大约占职工平均产出的

17% ,职工平均产出损失达 25% ~ 70%的城市数量至少占到全部城市样本数量的 1 /
4。 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集聚不足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严重低下,陆铭(2011)发现,
在 1990 ~ 2006 年,到香港、上海、天津三大港口的距离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负面作

用越来越大,在 2006 年,距离大港口 500 千米左右的城市土地单位面积产出的 GDP
要比大港口附近地区低大约 50% 。

在上面提到的三类政策中,土地政策是影响工业区域间布局的关键因素。 本文将

利用土地政策的外生性,以省内城市间建成区面积的规模差距作为城市非农业人口规

模差距的工具变量,来识别城市规模差距对工业污染强度的影响。 为此,我们需要简

要介绍现行土地政策的制度背景。 1986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并于次年 1 月开始实施,这是中国土地政策制度化的开始。 《土地管理法》规
定,“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冶是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并
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地方人民政府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上

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冶,确立了中央政府通过制定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通过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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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

要数据公报(第 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其他国家的城市人口规模基尼系数为:巴西(0. 65)、日本(0. 65)、印度尼西亚(0. 61)、英国(0. 60)、墨西

哥(0. 60)、尼日利亚(0. 60)、法国(0. 59)、印度(0. 58)、德国(0. 56)、美国(0. 54)和西班牙(0. 52),只有前苏联的

一些国家才有与中国较为接近的城市规模系数,如俄罗斯(0. 45)和乌克兰(0. 40)。 Fujita 等, 2004)。



级审批地方政府土地利用规划来分配和调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法律依据。 城市建

设用地指标分配的具体依据是建设部于 1990 年颁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

地标准(GBJ137-90)》。 该《标准》以户籍非农业人口为依据,规定现有城市只能以现

状人均建设用地水平为依据,在《标准》允许的调整幅度内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现
状人均用地水平偏高的城市要在现有水平上适当减少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标准》还
规定了居住、工业、道路广场和绿地四大类主要用地的规划人均单项用地指标,要求

“大城市的规划人均工业用地宜采用下限;设有大中型工业项目的中小工矿城市,其
人均规划工业用地指标可适当提高冶。 这一《标准》自 1991 年 3 月生效以来一直沿用

至今。 基于以上法规制定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草案)》淤于 1993 年 2 月经

国务院批准,成为中国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规划纲要(草案)》对全国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总量进行限制,在 1985 和 1990 年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编制了 2000 年各省

级行政区的土地利用平衡表,并要求各地方政府依照《土地管理法》通过制定本行政

区的土地利用规划来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土地利用规划需经上级政府批准。 值得注意

的是,在这些土地法规中,并没有将环境污染,特别是工业污染排放作为建设用地指标

分配所要直接考虑的影响因素。
1998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订,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按照下列原则编制:“(一)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农用地;(二)提
高土地利用率;(三)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

的可持续利用;(五)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地相平衡。冶在此基础上,1999 年 4 月国务

院批准了《1997 ~ 2010 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第二轮土地《规划纲要》在
明确 1997 ~ 2000 年和 2000 ~ 2010 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上限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统

筹平衡各区域用地,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新增建设用地的限制也更加严格。 第二轮土

地《规划纲要》规定东南沿海区于要“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特别是城镇和开发区建设

用地规模的扩大冶,环渤海区盂要“严格控制大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大,同时保障国

家重点建设必要的用地冶,东北区榆要“统筹安排各业用地,严格控制城乡居民点用地

外延扩大,加快工矿废弃地复垦冶。 与此相对的是,对于中西部内陆区域则并没有限

制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扩大的具体要求,仅强调要保护耕地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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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 ~ 2010 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中,这个文件被称为《1986 ~ 2000 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纲要》。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包括北京、天津、山东、河北、辽宁。
包括黑龙江、吉林两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木盟和赤峰市。



轮土地《规划纲要》还要求“强化土地利用的计划指标控制冶,分配建设用地指标的“下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据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控制指标冶,“县级和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土地用途分区必须落实到地块冶,“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主要控制指标通过中期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实施冶。 因此,统
筹平衡区域间建设用地指标的土地政策通过影响城市建成区面积限制了城市的经济

增长空间和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从而影响了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 与此

同时,虽然 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冶纳入了土地规划的

编制原则,但根据第二轮土地《规划纲要》,这里所涉及的环保目标主要是指“加强农

田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林业生态体系工程建设、积极开展土地退化的防治、加强自然保

护区和湿地的保护冶。 城市工业污染,特别是水质与空气主要污染物的减排仍然不在

土地规划所考虑的直接目标范围内。 因此,本文将反映土地政策的建成区面积规模差

距作为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差距的工具变量,来识别其对工业污染强度影响。
地方政府所得到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往往被作为招商引资的有效工具。 即使是

在经济发展条件不佳的欠发达地区,也总能通过以下手段来用完其所得到的建设用地

指标,实现通过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其中一种手段是压低工业用地价格,
在 2003 年前后的工业开发区建设浪潮中,“各地制定的招商引资政策中几乎毫无例外

地设置了用地优惠政策,包括以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按投资额度返还部分出让金

等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很多市、县、镇级地方政府提出‘零地价爷来争取工业发展冶,
长江三角洲的情况也不例外,“即使在土地资源最为紧缺的浙江省,征地和基础设施

配套成本高达 10 万元 /亩的工业用地,平均出让价格只有 8. 6 万元 /亩,大约有 1 / 4 的

开发区出让价不到成本价的一半冶(陶然等,2009)。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根据国土资

源部对 2004 年以来的工业用地总量分析,工矿用地在整个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所占

的比例长期持续稳定在 43% ,高于房地产开发用地及其他各种类型用地,在一些地区

达到了 50%甚至更高。冶淤郑思齐和师展(2011)发现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倾

向于越严重,居住用地价格盂就越高,表明许多地方政府在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同时抬

高居住用地价格以弥补机会成本。 另一种手段就是放松工业企业的准入,特别是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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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

《低成本过度扩张:我国工业用地价格已严重扭曲》,《京华时报》,2007 年 2 月 2 日。 转引自新华网:ht鄄
tp: / / news. xinhuanet. com / house / 2007-02 / 02 / content_5686589. htm。

用“协议出让量在土地出让总量中所占比重冶来度量。
由于居住用地价格数据无法得到,用“各城市招拍挂出让地块的平均价格冶来度量。



生态环境方面的限制标准。 如果环境污染具有越境外部性,那么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

地方政府就可能有在制定环境标准时“搭便车冶的激励,换句话说,如果治理污染的好

处被别的地区分享了,那么,地方政府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就下降了(Oates,2002)。 曾

文慧(2008)与荣健欣(2009)通过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了地方政府环

境规制强度存在策略性互动。 中国污染程度的空间分布表明,经济发展条件较差的地

区更有可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牺牲自然环境。 特别是在近年来,东部较发达地区对

于污染行业的企业已经实现了较严格的管制,污染企业往往会向较低收入地区转移。
Dean 等(2009)发现高污染产业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投资更多地被吸引到中国内地一

些环境标准更低的省份。 因此,向内陆欠发达地区倾斜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所导致的

区域经济分散发展,也会导致欠发达地区在压低地价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吸引污染企

业,不利于环境保护。

四摇 数据和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主要回答了以下问题:省内城市规模差距所反映的集聚程度如何影响

了水质与空气主要污染物质的工业排放强度?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 本文的基本计量经济

学模型包括空间集聚、城市化、环保努力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解释

变量。 式(1)中,下标 i 表示省级行政区域,t 表示年份。
摇 lnPollutionit =茁0+茁1·GiniScaleit+茁2·NonAgriculturalit+茁3·PollutionLevyit+茁4·PerG鄄

DP it+茁5·PerGDP it
2+茁6·PerGDP it

3+茁7·Industryit+茁8·Tertiaryit+移酌t·Dt+琢i+着it (1)
Pollutionit表示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在模型中取自然对数以后作为被解释变量。 实

际估计的模型中水污染物排放用以下指标度量: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强度

(吨 /千万元)、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未取对数),时间跨度均为 1993 ~ 2006 年;空气

污染排放用以下指标度量:工业烟尘排放强度(吨 /亿元)、工业粉尘排放强度(吨 /亿
元)、工业二氧化硫(SO2)排放强度(吨 /亿元),时间跨度均为 1996 ~ 2006 年。 其中,
工业污染物质的“排放强度冶是指每单位工业增加值的污染物质排放量。 1993 ~ 1994
年以及 1996 ~ 2002 年的工业 COD 排放强度数据取自曾文慧(2008)的附录,由原作者

依据历年《中国环境年鉴》中的各地区工业 COD 排放数据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
工业增加值数据计算得到。 1995 年的工业 COD 排放强度由《中国环境年鉴 199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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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地区工业 COD 排放数据和《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各地区工业增加值

数据计算得到。 2003 ~ 2006 年的工业 COD 排放强度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

地区工业 COD 排放数据和《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数据

计算得到。 1993 ~ 2006 年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工业

废水排放总量和达标量淤计算得到。 1996 ~ 2006 年的工业烟尘排放强度、工业粉尘排

放强度和工业 SO2排放强度均为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相应工业污染

物质排放量于和《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相应年份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数据计

算得到。 工业增加值的单位均换算为 1990 年不变价格。 由于 COD 是环境文献中最

为重要的水污染指标,且在这里 COD 数据的样本时间跨度最长,本文以工业 COD 排

放强度的估计方程作为分析的基准。
GiniScaleit表示的是城市规模差距,在实际估计的模型中是该省地级市市辖区非

农业人口规模的基尼系数(GiniNAPop),或该省地级市市辖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规模

的基尼系数(GiniEmploySec),分别反映人口意义上和生产活动意义上的城市规模差

距。 基尼系数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度量空间集中度的常用指标,本文基于 Combes 等

(2008)的定义计算了度量城市规模差距的空间基尼系数。
摇 摇 城市规模差距是反映空间集聚程度的核心解释变量,由于中国地级市的行政区域

内下辖许多属于农村地区的县,地级市的市辖区更能反映经济意义上的城市范围,因
此本文以地级市市辖区作为计算城市规模差距的依据,其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 如果环境污染的排放与治理确实具有规模经济性质,人口与经济活动向

大城市集聚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则 GiniScaleit的系数估计值将是负的。 非

农业人口规模通过计算基尼系数而匹配到省级层面的样本是 21 个省级行政区,不包

括直辖市、仅有 1 个地级市的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以及由于部分年份有多个地级市数

据缺失的福建、湖北、宁夏、四川 4 个省区,时间跨度为 1993 ~ 2006 年。 第二产业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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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指标解释:工业废水排放量是指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

废水量。 包括生产废水、外排的直接冷却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以及与工业废水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不包

括外排的间接冷却水(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是指报告期内废水中各项

污染物指标都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外排工业废水量,包括未经处理外排达标的,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达

标排放的以及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指标解释:工业烟尘排放量是指企业厂区内燃料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中夹带

的颗粒物排放量。 工业粉尘排放量是指企业在生产工艺过程中排放的能在空气中悬浮一定时间的固体颗粒物排

放量。 如钢铁企业的耐火材料粉尘、焦化企业的筛焦系统粉尘、烧结机的粉尘、石灰窑的粉尘、建材企业的水泥粉

尘等。 不包括电厂排入大气的烟尘。 工业 SO2排放量是指报告期内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

的 SO2总量。



人员规模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匹配到省级层面的样本是 20 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直辖

市、仅有 1 个地级市的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以及由于部分年份有多个地级市数据缺失

的甘肃、宁夏、山西、四川、云南 5 个省区,时间跨度为 1994 ~ 2006 年。 图 1 和图 2 分

别是 lnCOD 与 GiniNAPop、GiniEmploySec 二维散点图,能够观察到拟合线的斜率均为

负,表明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可能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

图 1摇 工业 COD 排放强度与城市间非农业

人口规模差距的关系

图 2摇 工业 COD 排放强度与城市间第二产业从业

人员规模差距的关系

NonAgriculturalit 表 示

的是全省非农业人口比例,
反映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

水平。 各省区非农业人口

的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总人口的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60 年

统计资料汇编》。
PollutionLevyit 表 示 的

是省级地方政府的环保努

力程度。 本文用水污染有

效征收率(EL)度量省级行

政区的环保努力程度,其定

义是:超标废水排污费收入

总额除以未达标工业废水

排 放 量 ( 元 /吨 )。 根 据

Wang 和 Wheeler(2005)的

研究,中国的排污费是针对

水质劣于国家标准的工业

废水排放进行征收的,各省

制定的单位超标废水排污

费征收标准并不一致,且随

时间发生变化,因此 EL 是

度量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环

保规制强度的有效指标。 1993 ~ 1994 年及 1996 ~ 2002 年 EL 的数据取自曾文慧

(2008)的附录,由原作者依据历年《中国环境年鉴》中的超标废水排放量和超标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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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费计算。 1995 年 EL 的数据由本文作者根据《中国环境年鉴 1996》中的相应数据

计算得到。 由于 2003 年以后超标废水排污费收入总额的数据目前无法获得,仅能通

过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得到各地区总排污费征收额数据,因此本文 2003 ~ 2006
年的省级行政区环保努力程度用“总排污费除以未达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冶来度量。 这

个替代用的污染规制强度指标虽然自身没有明确的含义,与 2003 年之前的 EL 亦不可

比,但仍不失为一个能够捕捉 2003 年以后各地区环保努力程度差异的控制变量。 所

有排污费征收额数据均换算为 1990 年不变价格。 在实际估计的模型中 PollutionLevyit

分为以下两个变量:
PollutionLevy1 it = (1 -D2003) 伊 ELit (2)

PollutionLevy2 it = D2003 伊 TLit (3)
摇 摇 其中,D2003 是一个虚拟变量,2003 年及以后年份均记为 1,其他年份均记为 0。
ELit是 1993 ~ 2002 年的水污染有效征收率,TLit是 2003 年以后的“总排污费除以未达

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冶。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工业 COD 排放强度(吨 /千万元):COD 405 46. 251 48. 762 0. 814 306. 360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Discharge 405 0. 694 0. 194 0. 292 0. 998
工业烟尘排放强度(吨 /亿元):Soot 319 510. 435 486. 373 13. 192 3085. 936
工业粉尘排放强度(吨 /亿元):Dust 319 477. 310 423. 981 3. 172 2443. 750
工业 SO2排放强度(吨 /亿元):SO2 319 864. 383 809. 486 82. 671 4601. 682

解释变量

非农业人口基尼系数:GiniNAPop 293 0. 396 0. 081 0. 230 0. 624
二产从业人员基尼系数:GiniEmploySec 259 0. 427 0. 101 0. 088 0. 670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NonAgricultural 406 0. 260 0. 149 0. 057 0. 671
水污染有效征收率(元 /吨):EL 290 0. 356 1. 952 0. 010 30. 860
总排污费 /超标废水排放量(元 /吨):TL 116 12. 521 39. 999 0. 149 270. 219
人均 GDP:PerGDP(万元 /人) 406 0. 516 0. 391 0. 093 2. 731
工业 GDP 占比:Industry 406 0. 372 0. 081 0. 121 0. 557
第三产业 GDP 占比:Tertiary 406 0. 384 0. 066 0. 276 0. 710
工具变量

建成区面积基尼系数:GiniUrbanArea 293 0. 340 0. 101 0. 031 0.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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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GDP it表示的是该省的人均 GDP(万元 /人),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各地区人均

GDP 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均换算为 1990 年不变价格。 为了

捕捉可能存在的类似“环境 Kuznets 曲线冶效应,在模型中还控制了人均 GDP 的二次

项和三次项。 Industryit 和 Tertiaryit 分别表示的是该省的工业 GDP 占比和第三产业

GDP 占比,是反映产业结构的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
Dt是 t 年份的虚拟变量,在 t 年份记为 1,在其他年份均记为 0。 琢i表示的是未观测到

的区域固定效应,包括区位、地形地貌、水文气候等因素在内。 着it表示的是随机误差

项。 表 1 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摇 经验研究的基本结果

为了控制未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以下两种基于不同假设的方法对模型进行

估计:第一种方法是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简称 FE)估计,即通过“组内变换冶将数据

变为“去组内均值(demean)数据冶,消去个体效应 琢i,再进行估计。 第二种方法是随机

效应(random effects,简称 RE)估计,即假设 琢i不与解释变量相关,通过广义最小二乘

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d,简称 GLS)进行估计。 根据 Hausman 检验,可以判断由于

遗漏了省级固定效应是否显著导致了估计偏误。
表 2 报告了以工业 COD 排放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式(1)基础上的估计结果。

由于这组估计的样本时间跨度最长,因此作为分析的基准。 首先报告以地级市市辖区

非农业人口规模的基尼系数(GiniNAPop)来度量城市规模差距的回归方程,方程(1)
是 FE 估计的结果,方程(2)是 RE 估计的结果。 根据 Hausman 检验,不能拒绝 FE 和

RE 的估计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的零假设,因此选择在一致的情形下效率比 FE 估计

更高的 RE 估计作为最终结果。 方程(2)的结果显示,GiniNAPop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
明地级市非农业人口的规模差距对于工业 COD 排放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地级市市

辖区非农业人口规模的基尼系数增加 1 个标准差(0. 0813),工业 COD 排放强度下降

约 19. 03% 。 其他解释变量中,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不显著;
环保努力程度对工业 COD 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人均 GDP 对工业 COD 的排放

强度的影响是三次函数关系,根据系数的估计值计算得到影响由升转降的第 1 个转折

点是人均 GDP 在 6676 元左右,淤由降转升的第 2 个转折点是人均 GDP 在 11 723 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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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Industry 的系数显著为负:工业占 GDP 的比重增加 1 个百分点,工业 COD 排放强

度下降约 2. 41% ,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因为工业排放本身具有规模经济,随着工业规

模的扩大,工业污染排放的增加量相对较小,于是,每单位工业 GDP 的污染排放下降。
Tertiary 的系数也为负,但并不显著。 年度虚拟变量的系数基本都为负,且在 2000 年

以后变得更为显著,2003 年以后系数的绝对值显著增大,这可能是因为年度虚拟变量

捕捉到了国家越来越重视节能减排的环境政策。淤

表 2 集聚对工业 COD 排放强度的影响

(1) (2) (3) (4)
被解释变量:

lnCOD FE RE FE RE

GiniNAPop -3. 086*** -2. 341***

(0. 942) (0. 806)
GiniEmploySec -1. 073* -1. 010*

(0. 554) (0. 520)
NonAgricultural 0. 422 0. 300 1. 087 1. 138*

(0. 675) (0. 608) (0. 730) (0. 660)
PollutionLevy1 -0. 328** -0. 335** -0. 310** -0. 316**

(0. 151) (0. 153) (0. 148) (0. 146)
PollutionLevy2 -0. 046*** -0. 043*** -0. 051*** -0. 051***

(0. 014) (0. 014) (0. 014) (0. 014)
PerGDP 6. 553*** 3. 362** 5. 458** 2. 549

(1. 826) (1. 489) (2. 213) (1. 685)
PerGDP2 -6. 688*** -3. 952** -5. 517*** -3. 155*

(1. 812) (1. 580) (2. 096) (1. 714)
PerGDP3 2. 308*** 1. 432** 1. 926** 1. 193*

(0. 670) (0. 611) (0. 744) (0. 638)
Industry -1. 424 -2. 414** -3. 072** -4. 230***

(1. 179) (1. 030) (1. 391) (1. 139)
Tertiary -0. 544 -1. 584 -1. 685 -2. 646**

(1. 312) (1. 292) (1. 384) (1. 302)
D1994 -0. 130 -0. 0816

(0. 0994) (0. 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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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995 -0. 271** -0. 182* -0. 178* -0. 145
(0. 109) (0. 106) (0. 095) (0. 0923)

D1996 -0. 382*** -0. 242** -0. 247** -0. 164
(0. 124) (0. 115) (0. 109) (0. 101)

D1997 -0. 620*** -0. 417*** -0. 458*** -0. 315***

(0. 144) (0. 128) (0. 137) (0. 117)
D1998 -0. 522*** -0. 264* -0. 352** -0. 165

(0. 162) (0. 140) (0. 158) (0. 130)
D1999 -0. 745*** -0. 434*** -0. 563*** -0. 324**

(0. 182) (0. 153) (0. 183) (0. 145)
D2000 -0. 956*** -0. 595*** -0. 756*** -0. 458***

(0. 200) (0. 165) (0. 210) (0. 162)
D2001 -1. 182*** -0. 774*** -0. 974*** -0. 628***

(0. 223) (0. 183) (0. 240) (0. 183)
D2002 -1. 396*** -0. 939*** -1. 193*** -0. 795***

(0. 247) (0. 201) (0. 270) (0. 205)
D2003 -1. 945*** -1. 443*** -1. 726*** -1. 271***

(0. 266) (0. 213) (0. 294) (0. 216)
D2004 -2. 137*** -1. 575*** -1. 909*** -1. 394***

(0. 290) (0. 229) (0. 327) (0. 236)
D2005 -2. 168*** -1. 541*** -1. 933*** -1. 346***

(0. 317) (0. 248) (0. 364) (0. 258)
D2006 -2. 453*** -1. 740*** -2. 170*** -1. 499***

(0. 347) (0. 267) (0. 409) (0. 285)
常数项 4. 910*** 5. 922*** 4. 982*** 6. 289***

(0. 812) (0. 662) (0. 914) (0. 712)

观察值数量 292 292 258 258
面板分组数 21 21 20 20

R2 0. 845 0. 841 0. 870 0. 868
Hausman 检验 13. 87 6. 56

p 值 0. 906 0. 999
摇 摇 说明: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5%及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其次是以地级市市辖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基尼系数(GiniEmploySec)来度量城

市规模差距的回归方程,方程(3)是 FE 估计的结果,方程(4)是 RE 估计的结果。 根

据 Hausman 检验,不能拒绝 FE 和 RE 的估计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的零假设,因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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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估计作为最终结果。 方程(4)的结果显示,GiniEmploySec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

级市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规模差距对工业 COD 的影响显著为负:地级市市辖区第二

产业从业人员规模的基尼系数增加 1 个标准差(0. 101),工业 COD 排放强度下降约

10. 20% 。 其他解释变量中,NonAgricultural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人口意义

上的城市化水平通过很多中间机制影响工业污染强度,在已经控制了城市第二产业从

业人员的规模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等可能作为中间机制的变量的情况

下,非农业人口占比可能主要捕捉了人口城市化改变工业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排放的

影响:由于随着非农业人口占比提高,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资本密

集型行业,从而对排放强度产生正影响。 环保努力程度对工业 COD 排放强度的影响

仍然显著为负;人均 GDP 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而它的二次项和三次项则是显

著的,符号分别为负和为正;工业占 GDP 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对排放强

度的影响都显著为负。
经济集聚有利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可能预期的是,在表 2 中城市规模差

距的系数是在控制了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而影响污染排放强度的间接机制以后的结果。
接下来,表 3 依次报告了通过先后去掉 Industry 和 Tertiary 以及同时去掉这两项后,工
业和第三产业的规模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集聚与减排之间关系的估计结果。 其

中,方程(2)是表 2 中 Industry 和 Tertiary 两项均包括在内的基准回归结果。 方程(5)
是去掉 Industry 以后的回归结果,与方程(2)相比,GiniNAPop 的系数依旧显著,且绝对

值更大,从 2. 341 变为 2. 869。 由于在已经控制人均 GDP 的情况下,工业占 GDP 比重

实际上度量了工业规模的大小,这个结果表明工业排放本身的规模经济确实是导致集

聚有利于减排的重要机制。 方程(6)则是去掉 Tertiary 以后的回归结果,与方程(2)相
比,GiniNAPop 的系数同样显著,且绝对值更大,但变化幅度比方程(5)小一些,从 2.
341 变为 2. 731,说明第三产业随集聚程度提高而规模扩大,同样有利于实现工业 COD
减排。 方程(7)是同时去掉 Industry 和 Tertiary 两项的结果,与方程(2)相比,GiniN鄄
APop 的系数仍然显著,且绝对值更大,从 2. 341 变为2. 795。这进一步表明工业和第三

产业的规模经济加强了集聚与工业 COD 减排之间的关系。

表 3 产业结构对集聚与减排的影响

(2) (5) (6) (7)
被解释变量

lnCOD RE RE RE RE

GiniNAPop -2. 341*** -2. 869*** -2. 731*** -2.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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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06) (0. 789) (0. 748) (0. 747)
NonAgricultural 0. 300 0. 136 0. 228 0. 118

(0. 608) (0. 611) (0. 607) (0. 606)
PollutionLevy1 -0. 335** -0. 335** -0. 328** -0. 338**

(0. 153) (0. 154) (0. 153) (0. 154)
PollutionLevy2 -0. 043*** -0. 046*** -0. 042*** -0. 046***

(0. 0137) (0. 0137) (0. 0137) (0. 0137)
PerGDP 3. 362** 2. 555* 3. 068** 2. 401*

(1. 489) (1. 459) (1. 470) (1. 440)
PerGDP2 -3. 952** -3. 292** -3. 632** -3. 179**

(1. 580) (1. 565) (1. 557) (1. 549)
PerGDP3 1. 432** 1. 235** 1. 305** 1. 206**

(0. 611) (0. 609) (0. 601) (0. 602)
Industry -2. 414** -1. 651**

(1. 030) (0. 828)
Tertiary -1. 584 0. 227

(1. 292) (1. 044)
年份哑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5. 922*** 4. 790*** 5. 324*** 4. 867***

(0. 662) (0. 468) (0. 456) (0. 390)
观察值数量 292 292 292 292
面板分组数 21 21 21 21

R2 0. 841 0. 840 0. 841 0. 840

六摇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摇 摇 摇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第一阶段)

(8) (9)
FE FE

被解释变量 GiniNAPop GiniNAPop
工具变量

GiniUrbanArea 0. 202***

(0. 029)
GiniUrbanArea 0. 134***

(0. 030)
其他解释变量 略 略
观察值数量 292 271
面板分组数 21 21

R2 0. 529 0. 511
弱工具变量 F 检验 48. 12 19. 66

p 值 0. 000 0. 000

摇 摇 理论上,我们并不能排除为了减少

污染而导致工业离散发展的反向因果

关系。 换句话说,在简单动用行政手段

规制所有地区污染水平的减排政策下,
为了减少省内高污染地区的排放量,污
染企业将向省内低污染地区分散。 因

此,本文进一步利用中国政府的土地政

策不直接把环境保护作为目标的外生

性,以地级市之间市辖区建成区面积的

规模差距(GiniUrbanArea)作为该省地

级市之间非农业人口规模差距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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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通过面板数据的工具变量回归来识别城市规模差距对工业污染强度的影响。 根

据 Hausman 检验,可以判断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是否与不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存

在显著差异,即理论上的内生性问题在实际上是否显著地导致了估计偏误。

摇 摇 摇 表 5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第二阶段)

(10) (11)
IVRE IVRE

被解释变量 lnCOD lnCOD
IV GiniUrbanAreaL. GiniUrbanArea

GiniNAPop -2. 994* -4. 418*

(1. 733) (2. 405)
NonAgricultural 0. 238 0. 610

(0. 608) (0. 641)
PollutionLevy1 -0. 350** -0. 320**

(0. 152) (0. 152)
PollutionLevy2 -0. 0459*** -0. 0469***

(0. 0140) (0. 0146)
PerGDP 3. 146** 1. 864

(1. 500) (1. 823)
PerGDP2 -3. 733** -2. 496

(1. 575) (1. 835)
PerGDP3 1. 350** 0. 915

(0. 607) (0. 684)
Industry -2. 336** -1. 986

(1. 152) (1. 379)
Tertiary -1. 508 -0. 627

(1. 598) (2. 092)
年份哑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6. 168*** 6. 420***

(0. 675) (0. 729)
观察值数量 291 270
面板分组数 21 21

R2 0. 843 0. 845
Hausman 检验 10. 56 10. 75

(p 值) 0. 980 0. 968

摇 摇 表 4 和 5 报告了以地级市市辖区

建成区面积的基尼系数(GiniUrbanAr鄄
ea)作为该省地级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

规模基尼系数(GiniNAPop)的工具变量

回归结果。 首先,我们在回归的第一阶

段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控制住

其他解释变量不变,在考察工具变量对

GiniNAPop 的影响时,工具变量显著性

F 检验的值为 48. 12,因此弱工具变量

问题在这里并不严重。 方程(10)是以

GiniUrbanArea 作为 GiniNAPop 的工具

变量,对应于原先不使用工具变量的回

归方程(2)的估计结果。 由于原先不

使用工具变量的回归方程为面板数据

的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我们在这里采用

工具变量随机效应(IV random effects,
简称 IVRE)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

GiniNAPop 对 lnCOD 的影响仍然显著

为负。 根据 Hausman 检验的结果,我
们不能拒绝 IVRE 估计和 RE 估计的系

数没有显著差异的零假设,因此理论上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于实际的估

计结果并没有造成显著影响。 在 RE

估计和 IVRE 估计结果没有显著差异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以估计效率更高的 RE 估计

作为最终结果。
摇 摇 表 5 的方程(11)报告了以滞后一期(上一年度)的 GiniUrbanArea 作为 GiniNAPop
的工具变量,以 lnCOD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对于我们所选取的 IV,一种担心

是,有可能出于削减环境污染的考虑,促使政府用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划方式来进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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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分散发展,以避免污染过于集中。 通过对于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机制的说明,我们

发现,政府对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主要是以保护耕地、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以及通过土

地财政增加政府收入、促进招商引资等为目标的,与环境无关。 另外,为了在统计上避

免建设用地的分配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我们将建设用地指标的基尼系数

滞后了一期,第一阶段人口规模差距指标与土地规模差距之间的相关性有所下降,但
滞后一期的土地规模差距作为工具变量的弱工具变量检验 F 值仍然有 19. 66。 结果

显示 GiniNAPop 对 lnCOD 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

七摇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空间集聚对水污染排放影响的稳健性,我们在表 6 中报告了将被解释变

量替换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Discharge)的估计结果。 首先报告以地级市市辖区非

农业人口的基尼系数(GiniNAPop)来度量城市规模差距的回归方程,方程(12)是 FE
估计的结果,方程(13)是 RE 估计的结果。 根据 Hausman 检验,不能拒绝 FE 和 RE 的

估计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的零假设,因此选择 RE 估计作为最终结果。 方程(13)的结

果显示,GiniNAPop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级市非农业人口的规模差距对于工业废水

排放达标率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地级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的基尼系数增加 1 个标准差

(0. 0813),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增加约 2. 27 个百分点。 因为这里将排放强度指标替

换为了排放达标率,所以和方程(1)至(4)的结果是一致的。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的系数符号为正但是不显著。 环保努力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和方程(1)至(4)的
结果一致。 人均 GDP 对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的影响呈现三次函数关系:先上升、后下

降、再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在人均 GDP 约为 6844 元时,第二个转折点在人均 GDP 约

为 13 047 元时。 由于已经将排放强度指标替换为排放达标率,这个关系正好和方程

(2)的结果方向相反。 其原因可能在于,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是根据多种污染物质的

国家环境标准综合评价所得到的指标,从而与 COD 单一污染指标所得估计结果存在

差异,这和文献中不同水污染物质与人均 GDP 之间关系不明确的结果并不矛盾。 In鄄
dustry 和 Tertiary 的系数显著为负,与方程(1)至(4)的结果正好相反。 这可能是由于

不同水污染物质的差异所导致的。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工业 GDP 增加,虽然未

达标废水排放量增加得比达标量更快,但与此同时却变得不那么“脏冶了,也就是说,
未达标废水中的污染物强度下降了。 由于达标率和排放强度数据计算方式的区别,得
到不同结果不一定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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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的影响

(12) (13) (14) (15)
被解释变量
Discharge FE RE FE RE

GiniNAPop 0. 346* 0. 279*

(0. 189) (0. 154)
GiniEmploySec 0. 258** 0. 263***

(0. 111) (0. 0983)
NonAgricultural 0. 110 0. 152 0. 0714 0. 0415

(0. 136) (0. 117) (0. 146) (0. 120)
PollutionLevy1 0. 146*** 0. 151*** 0. 135*** 0. 143***

(0. 0303) (0. 0307) (0. 0296) (0. 0295)
PollutionLevy2 0. 0117*** 0. 0114*** 0. 0117*** 0. 0123***

(0. 00272) (0. 00274) (0. 00281) (0. 00278)
PerGDP 0. 173 0. 817*** -0. 125 0. 715**

(0. 366) (0. 283) (0. 440) (0. 285)
PerGDP2 -0. 332 -0. 910*** 0. 0301 -0. 690**

(0. 364) (0. 306) (0. 418) (0. 309)
PerGDP3 0. 114 0. 305** -0. 0307 0. 202*

(0. 135) (0. 120) (0. 149) (0. 119)
Industry -0. 767*** -0. 431** -0. 546** -0. 186

(0. 235) (0. 198) (0. 277) (0. 197)
Tertiary -0. 982*** -0. 766*** -1. 039*** -0. 840***

(0. 263) (0. 256) (0. 277) (0. 256)
年份哑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919*** 0. 628*** 0. 958*** 0. 595***

(0. 162) (0. 125) (0. 180) (0. 122)

观察值数量 293 293 258 258
面板分组数 21 21 20 20

R2 0. 885 0. 882 0. 894 0. 891
Hausman 检验 16. 25 15. 58

(p 值) 0. 804 0. 157

摇 摇 接下来方程(14)和(15)是以地级市市辖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基尼系数(Gini鄄
EmploySec)来度量城市规模差距的回归方程,方程(14)是 FE 估计的结果,方程(15)
是 RE 估计的结果。 我们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 GiniEmploySec 的系数在方程(14)和
(15)中都是显著为正的,这表明地级市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规模差距对工业废水排

放达标率有显著为正的影响。 根据 Hausman 检验,不能拒绝 FE 和 RE 的估计系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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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统性差异的零假设,因此选择 RE 估计作为最终结果。 方程(15)的结果显示,地
级市市辖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基尼系数增加 1 个标准差(0. 101),工业废水排放达

标率增加约 2. 66 个百分点,和方程(13)的结果一致。 主要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

方程(13)一致: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系数符号为正但是不显著;人均 GDP 对工

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的影响呈现三次函数关系: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Industry 和 Ter鄄
tiary 的系数都显著为负。 各年度虚拟变量的基本特征同样与方程(13)一致。

摇 摇 表 7 集聚对工业空气污染物质排放强度的影响

(16) (17) (18)
RE FE RE

被解释变量 lnSoot lnDust lnSO2

GiniNAPop -1. 788** -2. 766*** -0. 375
(0. 720) (0. 929) (0. 509)

NonAgricultural 1. 464*** 1. 789** 0. 413
(0. 566) (0. 723) (0. 399)

PollutionLevy1 -0. 143 -0. 107 -0. 0551
(0. 112) (0. 131) (0. 0766)

PollutionLevy2 -0. 0252** -0. 00846 -0. 0327***

(0. 0104) (0. 0121) (0. 00707)
PerGDP -3. 769** 5. 472** -3. 069**

(1. 609) (2. 540) (1. 198)
PerGDP2 2. 540 -5. 016** 2. 360**

(1. 572) (2. 300) (1. 141)
PerGDP3 -0. 739 1. 376* -0. 736*

(0. 569) (0. 789) (0. 406)
Industry -0. 225 -1. 339 -0. 401

(1. 048) (1. 387) (0. 745)
Tertiary 0. 706 2. 708* 0. 0978

(1. 219) (1. 486) (0. 842)
年份哑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察值数量 230 230 230
面板分组数 21 21 21

R2 0. 812 0. 777 0. 756
Hausman 检验 24. 95 45. 29 14. 36

(p 值) 0. 162 0. 001 0. 762

表 7 报告了我们将被解

释变量替换为主要空气污染

物质排放强度的稳健性检验。
方程(16)的被解释变量是工

业烟尘排放强度,根据 Haus鄄
man 检验不能拒绝 FE 和 RE
的估计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

的零假设,因此选择 RE 估计

作为最终结果。 我们发现地

级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规模

的差距对工业烟尘排放强度

的影响显著为负:GiniNAPop
增加 1 个标准差(0. 0813),
工业烟尘排放强度下降约

14. 54% ,这与方程(2) 的结

果非常相似。 方程(17)的被

解释变量是工业粉尘排放强

度,根据 Hausman 检验拒绝

了 FE 和 RE 的估计系数没有

系统性差异的零假设,因此选

择 FE 估计作为最终结果。
我们发现地级市市辖区非农

业人口规模的差距对工业粉

尘排放强度的影响也显著为

负:GiniNAPop 增加 1 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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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0. 0813),工业粉尘排放强度下降约 22. 49% ,这同样与方程(2)的结果非常相似。

方程(18)的被解释变量是工业 SO2排放强度。 与方程(1)至(17)的结果不同,我们发

现 GiniNAPop 对工业 SO2排放强度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在其他解释变量中,人均 GDP
对排放强度的影响在方程(16)中是单调下降关系,在方程(17)和(18)中都是三次函

数关系,但是方程(17)和(18)中人均 GDP 各项的符号相反。 这与蔡昉等(2008)对中

国环境 Kuznets 曲线研究中所发现的 SO2与经济增长的“倒 U 型冶关系有所区别,可能

是因为我们的被解释变量是工业污染排放强度,而非以往研究中所主要分析的污染总

量或人均污染排放。
表 8 报告了其他稳健性检验。 由于担心省内城市间人口集聚会影响工业内部结

构,而通常重工业的排污强度较高,因此,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偏误,我们在方程(19)中
进一步控制了重工业比重。 本文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每个省份

的重工业就业人数占工业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作为控制变量(HeavyEmployment),我们

发现:在控制了重工业比重的回归结果中,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差距对工业 COD 排放

强度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系数值(-2. 246)与表 2 中的结果(-2. 341)非常接近。 因

此,可以认为重工业比重并没有对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差距与工业 COD 排放强度之

间的关系造成显著影响,表 2 的基本结果是稳健的。 有趣的是,的确如前文所预期的

那样,在控制了显著增加排污强度的重工业比重之后,非农业人口比重本身仍然是不

显著的,因此,不能说城市化本身提高了排污强度。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缺乏更早期

的样本,重工业比重的样本时长较短(1998 ~ 2006 年),本文将方程(19)作为稳健性检

验,仍然将表 2 作为基本的回归结果。 方程(19)中的结果,如果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

段回归,结果也不发生显著变化。

表 8 其他稳健性检验

(19) (20) (21) (22) (23)
RE RE RE RE RE

被解释变量: lnCOD lnTCOD lnTCOD lnTCOD lnPerCOD
GiniNAPop -2. 246*** -2. 072** -2. 290*** -2. 524*** -2. 184***

(0. 865) (0. 846) (0. 877) (0. 850) (0. 808)
HeavyEmployment 1. 408**

(0. 655)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哑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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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值数量 185 292 292 292 292
面板分组数 21 21 21 21 21

R2 0. 900 0. 492 0. 499 0. 508 0. 529
Hausman 检验 13. 59 8. 55 13. 88 10. 07 10. 08

(p 值) 0. 755 0. 995 0. 906 0. 986 0. 986

摇 摇 方程(20)至(22)报告了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工业 COD 排放总量(TCOD,万吨)
的稳健性检验。 其中,方程(20)控制了人口总量(Population, 千万人),方程(21)控
制了 GDP 总量(GDP,千亿元),方程(22)同时控制了 Population 和 GDP。 我们发现,
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差距对工业 COD 排放总量的影响在以上三个方程的估计结果中

都是显著为负的,且系数大小十分接近。 根据方程(22)的结果,GiniNAPop 增加 1 个

标准差(0. 0813),工业 COD 排放总量下降约 20. 52% 。 这表明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

聚不仅有利于降低单位增加值的工业 COD 排放强度,还有利于直接降低工业 COD 的

排放总量。 方程(23)是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工业 COD 人均排放量(PerCOD,吨 /万
人)的稳健性检验,我们发现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差距对工业 COD 人均排放量的影响

也是显著为负的,GiniNAPop 增加 1 个标准差(0. 0813),工业 COD 人均排放量下降约

17. 76% ,与表 2 中以单位增加值工业 COD 排放强度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一致。

八摇 结论

通过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我们得到了一系列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

集聚有利于单位 GDP 工业减排的经验证据: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级市市

辖区非农业人口规模的基尼系数增加 1 个标准差(0. 0813),会导致工业 COD 排放强

度下降约 19. 03%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增加约 2. 27 个百分点,工业烟尘排放强度下

降约 14. 54% ,工业粉尘排放强度下降约 22. 49% 。 城市规模差距对工业污染排放强

度的影响确实是显著为负的。
节能减排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

要方面。 中国在现阶段选择了以减低单位 GDP 排放量为主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并
且作为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同时也制定了水质与空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约束

性目标。 本文发现空间集聚有利于降低工业排放强度,这意味着目前中国限制人口向

大城市流动的户籍政策、更为倾向于内地和中小城镇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政策、阻碍

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再配置的土地政策以及用行政手段推动产业转移的政策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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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了城市体系的合理发展,不利于单位 GDP 减排目标的实现。 为了实现既定的减

排目标,需要在城市化进程之中放松对于经济和人口集聚的政策阻碍,这与陆铭和陈

钊(2009)提出的以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为手段,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和建

设用地指标)跨地区再配置的政策主张是一致的。 当然,由于本文的发现只是省级行

政区内总排放强度与空间集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考虑到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改变以后

对污染排放空间分布的影响。 在污染物质排放强度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因为污

染物质在人口与经济集聚地区的集中排放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这一方面还有待今

后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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